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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文化与历史记忆】

隋唐洛阳粟特移民分析

张 玉 霞

摘　 要：隋唐时期的洛阳生活着大量粟特移民，其来源或是汉魏北朝以来入华粟特人的后裔，或是隋唐时期入华的

粟特人。 商业利益的驱使是粟特人移民洛阳的根本原因。 生活在洛阳的粟特移民身份包括商人、官宦、僧侣、奴仆

等，其中官员以武职为主。 他们在洛阳的居住比较分散，但在南市周边相对集中。 唐代中期以后，洛阳的粟特移民

加速了汉化的进程，在与汉族通婚、丧葬习俗、文化认同等诸多方面与汉族渐趋一致，并最终与汉族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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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粟特地区也称为河中地区，指中亚以泽拉夫善

河为中心、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广阔地域，隋唐时

期洛阳城内居住着大量粟特移民。 洛阳近年来不断

出土粟特人的墓志及石刻资料，向达、李健超、刘铭

恕、卢兆荫、毛阳光、福岛惠等先后以此为主要依据，
探讨了隋唐洛阳粟特移民的居住、婚姻等情况，以及

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的突出贡献。①而关于

隋唐洛阳粟特移民的其他问题，比如他们的身份、他
们迁移进入洛阳的路径与过程、他们在洛阳的生活

方式与生存状态、他们的流向等相关研究仍比较薄

弱。 文章不揣浅陋，尝试探讨上述问题。

一、隋唐时期洛阳粟特移民的来源

粟特人与中原各族人民的交往，可以上溯至公

元前 ５ 世纪，官方之间的往来始自汉代张骞、班超交

通西域之后，隋唐时期粟特人开始大规模移民中原，
洛阳是重要的移民目的地之一。 隋唐时期洛阳粟特

移民的来源主要是以下两部分。
其一是汉魏北朝以来入华粟特人的后裔。 粟特

地区第一次主动遣使入汉是成帝时：“至成帝时，康
居遣子侍汉，贡献。”②西域都护郭舜分析康居遣子

入侍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通好汉朝，而是“欲贾市”。

实际上应该是二者皆具。 西汉朝廷考虑到经营西域

的实际需要，也为了“重致远人”、宣扬国威，实现大

一统的政治理想，最终还是接受了康居侍子。③康居

此后“终羁縻而未绝”④。 粟特人开始频繁进入中

原来到洛阳始于东汉时期，“驰命走驿，不绝于时

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⑤。 来到洛阳的粟特人

不仅是商人，还有僧侣，“又有沙门支曜、康巨、康孟

详等”⑥。 敦煌文书中的粟特文Ⅱ号信札也曾提及

西晋时期粟特商人在洛阳的情况。 但汉晋时期洛阳

粟特移民的数量，史籍中却无迹可寻，可能并不是很

多。 汉晋以降，粟特人持续不断来到洛阳⑦。 康居、
月氏等粟特地区国家在汉代之后仍向曹魏纳贡：
“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
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
如汉氏故事。”⑧ 西晋时，康居先后于泰始三年

（２６７）⑨、太康八年（２８７）⑩遣使、献马。 北魏时，粟
特地区分化出悉万斤、粟特、迷密、者舌、伽秀沙尼、
比地等诸多小国，粟特地区众国多向北魏遣使贡献

通商，“访问当时的平城、洛阳和长安等地，双方关

系十分融洽”。 这为粟特人大批入华提供了便利，
“于是蕃贡继路， 商贾交入， 诸所献贸， 倍多于

常。”迨至北魏时的洛阳， 以粟特为主的西域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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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已有万余家。 “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

义里。 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
胡商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 乐中国土

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 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
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

之货，咸悉在焉。”除洛阳外，北魏时期高昌、敦煌、
凉州、姑臧等地都是粟特人聚居的地方，并已形成聚

落，华北地区的长安、灵州、营州等地交通线附近

也有粟特人聚落。

其二是隋唐时期入华的粟特人。 隋唐时期粟特

地区昭武九姓国人大批涌入中原，移民洛阳。 隋大

业年间曹国、安国、何国、史国、康国等昭武诸国曾频

繁遣使贡献方物。 隋炀帝在洛阳设市，鼓励贸易并

命裴矩“引致诸胡，啖之以利，劝令入朝”。 唐代

时粟特地区一度成为唐朝的羁縻府州，大量粟特人

因之入华，丝绸之路上职贡不绝、商旅相继。 玄奘曾

描述河西走廊“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
有停绝”。 唐代粟特人向中原最重要的一次移民

发生在贞观四年（６３０）前后，唐军大破东突厥后，优
待降者，“来降者甚众，酋豪首领至者皆拜将军，布
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 唐王

朝于幽州至灵州间设州安置包括大量粟特人在内的

突厥降部。 灵夏南境的鲁州、含州、丽州、依州、塞
州、契州等“六胡州”中安置的粟特人约有 ８ 万人。

开元九年（７２１）康待宾率六胡州粟特人起事，有众 ７
万。 次年失败后，唐朝廷徙“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

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 伴随着此次移

民，大量的粟特人来到洛阳，这在洛阳出土的墓志中

也有反映。 如景龙三年（７０９）《安菩墓志》载安菩父

亲原是安国大首领，东突厥灭亡后率衙帐百姓归中

国，被封为定远将军，安菩本人作战英勇，袭定远将

军爵，“领衙帐百姓，献职西京”。 尽管没有数据

能够说明隋唐时期洛阳居住粟特人的具体数目，但
毫无疑问当时洛阳居住的粟特人一定比北魏时期更

多。 洛阳城内有祆祠、大秦寺、摩尼寺等与粟特人相

关的宗教寺院多所，龙门石窟有多处粟特人题记，洛
阳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据统计多达 ６０ 方等等

均可佐证。
洛阳出土的隋唐时期粟特人墓志也显示，洛阳

粟特移民主要是汉魏北朝以来入洛粟特人的后裔以

及隋唐时期入洛的粟特人。 有多方墓志载墓主祖上

早在北魏时即已迁居洛阳的，如唐高宗上元元年

（６７４）《康婆墓志》载其祖上是北魏时进入洛阳的：
“高祖罗，以魏孝文世，举国内附，朝于洛阳，因而家

焉。”隋开皇九年（５８９） 《安备墓志》、唐高宗显

庆二年（６５７）《安静墓志》和《康子相墓志》也均

载其家族于北魏时进入洛阳。 而睿宗垂拱三年

（６８７）《康敦墓志》将其家族进入洛阳的时间上溯至

西晋时期，高宗龙朔三年（６６３）《安师墓志》、总章

二年（６６９）《康达墓志》、中宗神龙元年（７０５）《安令

节墓志》则均将其家族进入洛阳的时间上溯至东汉

时。唐代进入洛阳的粟特人，还有高宗永徽四年

（６５３） 《安延墓志》、永淳元年 （ ６８２） 《康留买墓

志》，玄宗开元七年 《史多墓志》、 天宝九载

（７５０）《康仙昂墓志》，德宗贞元十八年（８０２）《何澄

墓志》等，多方墓志均载其墓主于唐时迁居洛阳。
武周长寿二年（６９３）《安怀墓志》则载其祖上于隋朝

入洛，“祖隋朝因宦洛阳，遂即家焉”。

二、隋唐时期洛阳粟特移民产生的原因及移民路径

隋唐时期洛阳聚集着大量粟特移民，其迁移原

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商业利益的驱使是根本原因。 粟特人以

经商著名，“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
所在无不至”。 玄奘也认为粟特人“大抵贪求，父
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 虽富巨万，服食粗弊，
力田逐利者杂半矣”。 隋唐时期的东都洛阳，与长

安一样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为全国交

通枢纽、漕运中心和物资转运中心，其地位在隋炀帝

时期、武周时期一度超越长安，大量的异域部落首领

内附、入质和入贡于此。 自隋炀帝在洛阳设市，大力

鼓励贸易始，域外商贩们便纷至沓来进行贸易。 北

市、南市与西市内有百行千肆，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

的商人。 粟特人在洛阳的商业活动也随之频繁起

来，由于洛阳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丰富商品，面对整个

唐帝国的广阔市场，粟特商人不必长途跋涉也能得

到丰厚利润，这吸引着粟特人在洛阳定居。 经商和

移民向来是商业民族两个最重要的特点，“而粟特

人的移民与商业活动的关系，表现出更为密切的关

系，商业活动促进了移民，而移民又进一步带动了商

业活动的发展”。
其次，开放的环境与便利的政策是隋唐时期粟

特人大量移民洛阳的重要原因。 北魏隋唐时期对于

外来民族、文化均十分包容。 天宝以后，年轻人爱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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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风俗，长安东城老父惊呼“长安中少年有

胡心矣”。 东都洛阳与长安一样，西北少数民族文

化盛行，诗人王建《凉州行》中有言“洛阳家家学胡

乐”，少数民族文化的盛行，显示出少数民族文化与

汉族文化之间的壁垒早已荡然无存，这种氛围吸引

着粟特人定居下来。 隋唐时期国家能够实施有效统

治，使国内交通顺畅，既无层层关卡，更少盗贼滋扰，
尤其在粟特地区成为唐王朝的羁縻府州后，粟特商

人入境的手续大为简化，不需要入境检查，仅需在当

地州县申请过所即可入境，入境后可以跟唐朝百姓

一样进入内地贸易。 这样便利的跨国行动，促使更

多的粟特人移民洛阳经商定居。 申请过所的具体情

况在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中都有发现。 吐鲁番文

书中共有 １０ 件公验过所文书，申请者共 ２７ 人，商贾

占 ７０％，其中粟特商人有 １４ 人，约占 ５１％。若发生

商业纠纷，粟特商人可以遵循唐律向当地政府起诉

寻求裁决。 唐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

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地方政府审理案

件的个案，在吐鲁番文书中也有记载。 《唐西州高

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

两造辩辞事》就记录了地方政府审理粟特商人曹禄

山兄弟与汉族商人李绍谨商业纠纷案的全过程。

开放的环境、便利的政策，以及唐政府对粟特商人合

法权益的保护，都促进了粟特人商业活动的发展，进
而推动了粟特人移民中原的进程。

再次，突厥和唐朝先后对粟特本土的统治，是隋

唐时期粟特移民中原及洛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６
世纪中叶至 ７ 世纪中叶，粟特地区一直处于突厥的

控制之下。 粟特与突厥王族之间本就通婚，在突

厥的粟特人也与突厥通婚，且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比如《康金吾神道碑》载：粟特人康阿义屈达干出身

于“北蕃十二姓之贵种”，祖孙几代都与突厥阿史那

汗族通婚、累任要职，“祖染，可汗驸马，都知兵马

使”，其子没野波以阿史那氏为妻。安禄山也曾自

称“我父胡，母突厥”。 粟特人在突厥以部落的形

式存在，控制着大部分突厥与中原的绢马贸易，突

厥人获得的大量丝绢也主要是经由粟特人销往罗

马、波斯。这一时期，粟特往往是先进入突厥，再与

中原贸易。 比如突厥对隋炀帝雁门之围的直接原

因，就是隋炀帝派裴矩引诱被始毕可汗所宠任的粟

特人史蜀胡悉至马邑互市，史蜀胡悉因“不告始毕，
率其部落，尽驱六畜，星驰争进”而被杀。 突厥与

隋唐的官方交往中也有粟特人的身影，唐以粟特人

为使出使突厥，如太宗贞观四年以唐俭为使、粟特人

安修仁为副使出使突厥颉利可汗，贞观二十年命安

修仁长子安永寿出使铁勒诸部。７ 世纪中叶唐军

大破突厥后，数以万计的粟特人随突厥降部一起进

入中原。 在粟特地区成为唐王朝的羁縻府州后，粟
特商人更加积极入境来到内地。

最后，８ 世纪上半叶之后，昭武诸国的频繁入贡

与阿拉伯帝国的东向扩张，也使粟特人大量移民进

入中原地区。 ７０７ 年至 ７１３ 年，大食相继大破安、
康、米、史、何、石等中亚诸国，之后阿拉伯人东进的

脚步并未停止，从诸国进贡唐朝的表文中亦可知悉，
如开元七年安国国王的表文中说：“从比年来被大

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 伏乞天恩滋泽，救臣苦

难。 仍请敕下突厥（骑）施令救臣等，臣即统领本国

兵马，计会翻破大食，伏乞天恩依臣所请。”同一年

康国王也进贡表迫切希望唐朝出兵抗击大食：“经
今六年，被大食元率将异密屈底波领众军兵来此，共
臣等斗战。 臣等大破贼徒，臣等兵士亦大死损，为大

食兵马极多，臣等力不敌也。” “伏乞天恩知委送多

少汉兵来此，救助臣苦难。”开元二十九年石国在

贡表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愿望：“伏乞天恩，不弃突厥

部落，打得大石，诸国自然安帖。”天宝十载唐在与

大食的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之战中失

败，四年后安史之乱爆发，粟特地区逐渐被阿拉伯人

所征服，这成为导致大批粟特人东迁的重要原因。

隋唐时期粟特移民移居洛阳的路径大体上是循

着丝绸之路而来，商路沿线分布着一系列粟特人聚

落。粟特人进入洛阳，主要从两个方向。 一是从西

域北道或南道进入并通过河西走廊，向东南经原州

进入长安、洛阳，从洛阳向北经卫州、相州可达幽州、
营州。 这条线路，文献和墓志中均有迹可循。 文献

载安氏“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 后汉末，遣子世高

入朝，因居洛阳。 晋、魏间，家于安定，后徙辽左，以
避乱又徙武威”。 《安令节墓志》载：令节“先武威

姑臧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 历

后魏、周、隋，仕于京洛，故今为幽州宜禄人也”。
二是出河西走廊后向东北经灵州、并州，穿越太行诸

陉可至幽州（治今北京）、营州（今辽宁朝阳），由此

再南向进入洛阳。
太原、洛阳间的驿道至少从北魏开始已十分繁

荣，唐代宗即位时回鹘军队以及前文述及的 ６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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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后的那次重要的移民均是沿这条线路。 安禄山

也盘踞在这条商路上，获得大量资财：“潜遣贾胡行

诸道，岁输财百万。 至大会，禄山踞重床，燎香，陈怪

珍，胡人数百侍左右，引见诸贾，陈牺牲，女巫鼓舞于

前以自神。”两个方向道路网上的各个主要城镇，
几乎都聚居有粟特人，至今留有粟特人的遗迹。 据

研究，骆驼祆神的形象便诞生于通往洛阳的道路网

上，河朔地区更是聚居着大量粟特人。 又比如

恒州获鹿地当由幽州进入洛阳的孔道，获鹿曾有粟

特人信奉的祆祠，有宝历二年（８２６）所立碑碣，也
遗留有唐代粟特人造的经幢。 唐代粟特墓志中也

见有称墓主是并州太原、相州安阳等地人。 如高宗

咸亨三年（６７２） 《康武通墓志》、玄宗开元二十二年

《安孝臣墓志》等称墓主为太原人，咸亨四年《康
元敬墓志》等称墓主为安阳人。 纵观有唐一代粟

特人墓志中述及的活动区域，也“大致呈现由西向

东的发展趋势”。

三、隋唐时期洛阳粟特移民的身份及居住状态

隋唐时期生活在洛阳的粟特移民身份十分多

样，有商人、官员、僧侣、艺伎、奴仆等等，遍布社会的

各个阶层。
商人的数量相当大。 隋唐时期粟特商队是丝绸

之路上最活跃的经济组织，他们操纵了农牧民族间

及中原转销大食、拜占庭等地的贸易。 洛阳的粟特

商人，涉足洛阳至西安两京之间，以及洛阳至河朔、
漠北、河西走廊、西域等地的商道，不乏富商大贾。
如《康婆墓志》载康婆“世袭衣缨，生资丰渥，家僮数

百，藏镪巨万，招延宾□，门多轩盖。 锦衣珠服，入必

珍羞；击钟鼎食，出便联骑”。 垂拱三年《康老师

墓志》载康老师：“金鞍宝马，去来三市之傍；绥颊高

谈，出入五侯之第。 何曾侈糜，不能逾一万之钱；刘
毅雄豪，不能多百万之费。”墓志记述或许夸张，仍
能看出康婆、康老师等粟特商人不仅因贸易而富甲

一方，而且多结交王孙贵族。 粟特商人也捐刻造像

供养。 龙门石窟保存的造像题记中，卢舍那大佛南

侧北市丝行像窟（编号 １５０４）题记中有粟特商人康

玄智题名；古阳洞北与药方洞之间北市香行像窟

（编号 １４１０）北壁东端上部有一方永昌元年（６８９）题
记，供养人有北市香行社社官安僧达、社人史玄策、
康惠澄、何难迪、康静智等粟特商人名字。

仕宦也有相当数量，且以武职为主。 隋唐时期

入华粟特人通过归附、使节、入质等途径入仕的有很

多。比如石国吐火罗叶护那都泥利之弟仆罗于神

龙元年（７０５）来到洛阳，被授予左领军卫翎府中郎

将。有学者详细分析了 ２２ 合唐代粟特人墓志，发
现任武职或与之相关的多达 １５ 人。这在唐代洛阳

粟特人墓志中也有反映。 比如上文言及的安菩父子

均获封定远将军，安师“曾祖哲，齐任武贲郎将；祖
仁，隋任右武卫鹰扬；父豹，隋任骁果校尉；（君）文

武兼资，名行双美”，“夫人康氏，隋三川府鹰扬邢州

都督康府君之女”。 康达“曾祖助，齐任上柱国；祖
连，齐任雁门郡上仪同；父洛，隋任许州通远府鹰击

郎将；（君）文武兼资，名行双美”。 康留买“曾祖感，
凉州刺史；祖延德，安西都护府果毅，父洛，皇朝上柱

国”，“诏授（公）游击将军守左清道率频阳府果毅北

门长上”。 留买兄弟康磨伽“耻笔墨之能事，学剑以

敌万人”，“授游击将军上柱国”。 又比如调露元年

（６７９）《康续墓志》：“曾祖德，齐任凉州都督，祖暹，
齐任京畿府大都督；父老，皇朝左屯卫翊卫；（君）授
平州平夷戍主。”８ 世纪以后粟特人已经成为一支

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比如参与德宗建中年间

（７８０—７８３）平定朱泚之乱等，《史然墓志》载：“公属

朱泚作乱，立志节，遂封为定难功臣。”“文武官左金

吾卫大将军员外兼试太常卿，封建康郡开国公。”

上述志文中述及的定远将军、武贲郎将、武卫鹰扬、
骁果校尉、都督、鹰击郎将、果毅、游击将军、卫翊卫、
金吾卫大将军等等均是武职。 迨至五代时期，见于

文献记载的粟特人仍大部分为骁勇武将。 武职之

外，粟特人也出任文职。 比如隋炀帝征高丽时造辽

水桥并制行殿及六合城的将作少匠何稠，武后时

在太常工籍的安金藏，开元二十五年在东都将明

堂改建为乾元殿的将作大匠康諐素等。
粟特的佛教僧侣也来到洛阳传教，他们“志传

像法，不吝乡邦。 杖锡孤征，来臻中夏”。 比如著

名僧人康法藏在武则天时期曾受命在洛阳翻译《华
严经》，在洛阳创立佛教宗派华严宗，并被尊为华严

宗三祖。 玄宗时的嵩禅师（曹彦瓌之父）门徒众多，
说法时“缁徒骈立，卑身而伏，耸耳而听”。 广福

寺在大历年间有僧人康守忠。 许多入华粟特人开

始信仰已经中国化的佛教，洛阳粟特人墓志反映

了部分粟特人对佛教的皈依。 如安静“深该六度，
妙蕴四禅”。 开元四年《安思节墓志》载安思节

“心归妙业，结意芳缘，护法终身，持戒没齿”。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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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十载（７５１）《安思温墓志》载安思温“儒释二门，特
加精意”。 贞元十八年（８０２） 《何澄墓志》载何澄

“悟色空之繁想，修彼岸之真宗。 睹白月以清心，慕
青莲而擢质”。

还有大量艺伎、奴仆等社会下层人员。 奴婢是

粟特商人经营的商品之一，吐鲁番文书中的粟特文

买婢契《鞠氏高昌国时代粟特文买卖女奴隶文书》
《唐垂拱元年（６８５）康尾义施罗等请过所案卷》等就

是明证。 粟特商人在来到洛阳经商的同时，也将一

些少数民族婢女卖给洛阳的酒家。洛阳唐墓中常

见高鼻深目、神情恭顺的胡俑便是佐证。 有的胡俑

手执乐器做演奏状，有的做牵马或牵驼状，有的驾驭

牛车，显然都是从事歌舞表演、牵马拉车等工作。 石

刻资料则见于一座唐代石雕塔上的开元三年题记：
“家人石野那为曹主故王元邵造五给（级）浮图一区

为记。”野那是当时粟特人的常用名，意为“最喜

欢的人”，题记中出现的石野那很可能是一个粟特

奴仆。
隋唐时期洛阳粟特移民的居住相对分散，但在

南市周边却相对集中。 洛阳出土墓志显示墓主生前

居住在南市旗亭里的有安公康夫人。 南市正南的

嘉善坊、东侧的章善坊、西侧的思顺坊都是唐代粟特

人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 已知居住在嘉善坊的有 ８
家，如安师及妻康氏、史夫人、安神俨、曹公及妻康

氏、何澄及其妻等；居住在章善坊的有 ５ 家；居住在

思顺坊的有 ４ 家，如高宗、武后时粟特人康达、安怀、
康智及建中二年（７８１）陀罗尼经幢幢主何氏等。南

市西南的修缮坊也住着较多粟特人，如安公和夫人

康胜、花献妻安氏夫人等。 墓志所见洛阳粟特人分

散居住在 １４ 个里坊之中，比如高宗后期任诸卫将

军的安元寿住在乐城里，武后时的太常乐工安金

藏居住在惠和坊，玄宗时的太常乐工曹干琳晚年居

住在陶化里。南市周边由于居住粟特移民较多，遂
成为洛阳最具域外色彩的地区。

粟特本土的宗教信仰主要是祆教，祆祠的存在

是粟特人聚居的表征之一。 唐初，立德坊及南市西

坊、会节坊皆有胡祆神庙，且经常举行宗教活动。
“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 酹

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唐代

粟特商队中流行的骆驼祆神形象在洛阳也屡有出

土。 三彩骆驼俑驼鞍中的祆神形象与山西介休祆神

楼“神驼”木雕有很多相似性，反映了粟特人的“祆

教信仰和以马驼‘皮袋’祀祆的风习”。 入华粟特

人的信仰呈现出多元的特点，本土的祆教、中国化的

佛教之外，还信仰景教。南市附近的修善坊有景教

大秦寺。 洛阳出土有《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根
据幢记可知直到唐后期 ８ 至 ９ 世纪，洛阳大秦寺的

景教僧人和信徒中还有粟特人，并且东都洛阳的景

教领袖全都是粟特人。

四、隋唐时期洛阳粟特移民汉化的表现及原因

洛阳粟特移民最终融入了汉族，具体表现在丧

葬习俗、文化认同等诸多方面与汉族渐趋一致，并最

终与汉族无异。
不同民族间的广泛通婚是民族融合的基本前

提。 唐代入华粟特人的通婚状况以 ８ 世纪中期安史

之乱为界前后有显著变化。 安史之乱前很好地保持

着本民族内部以及与其地缘联系非常密切的其他少

数民族通婚的习惯。 安史之乱后本民族内部通婚明

显减少，几乎不见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婚姻关系，与汉

族通婚的现象则显著增加。粟特人内部通婚以史

陁家族为例，史陁的三个孙女分别嫁给了康公、安
怀、康老师，四方墓志先后在洛阳出土，年代最晚

的是武周长寿二年（６９３）《安怀墓志》。 与其他少数

民族通婚的例子见有粟特人与吐火罗人罗氏、酒泉

单王之后唐氏等。 安史之乱后洛阳粟特人与汉族通

婚的现象显著增加，比如曹干琳娶彭城刘氏为妻，其
父母时还是粟特人内部的曹、何联姻。 已知的与汉

族通婚的 ８ 例中有 ６ 例出现在这一时期。

丧葬习俗的汉化是入华粟特人汉化进程的一个

重要标志，主要表现在从葬式由粟特本土之天葬向

中原之土葬转变、流行墓志铭和夫妻合葬、存在家族

墓地并流行归葬先茔以及丧礼表现形式的转变等诸

多方面。这些变化也都表现在洛阳的粟特人墓葬

中。 此外，洛阳粟特移民在丧葬区域的选择上也深

受时人影响。 人们早就公认洛阳北邙山是冥土安魂

的风水宝地，至唐代更是“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

阳人旧墓。 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
洛阳粟特移民也深受这种观念影响，如调露元年罗

甄生与夫人康氏“合葬于河南界北邙，礼也”。 又

如开元十一年康威“夫妻合葬，附于先祖父茔，定鼎

门正北廿五里河南北山，礼也”。 据统计，北邙山

出土的粟特人墓志多达 ４３ 方。

文化认同是区分人群的重要因素，文化较血统

３４１

隋唐洛阳粟特移民分析



尤为重要。 “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

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洛阳的粟特移

民逐渐接受、遵循汉族传统文化儒学，习文儒的情况

十分常见，比如安令节“出京兆礼教之门，雅好儒

业”；史孝章“长则忠厚，服儒家之业”。 有的甚至科

举及第，比如康敬本，自小习读儒家经典，“以贞观

年中，乡贡光国，射策高第，授文林郎”，以经术知

名当时。 随着粟特人儒学素养的提高，出仕任文职

也逐渐增多，以安菩家族为例，安菩于贞观年间因作

战勇敢受封定远将军，安菩子安金藏隶籍太常，安菩

孙安承恩在大历年间（７６６—７７９）为庐州刺史，安菩

裔孙安敬在中和年间（８８１—８８５）为太子右谕德。
对成为汉民族一员的认同也表现在墓志中对祖

宗的追述即关于自己家世渊源的描述上，许多墓志

中开始模仿汉族世家大族描述自己的郡望，甚至开

始将族源上溯至西周时期。如康氏自认为是西周

卫康叔之后，《康续墓志》说“昔西周启祚，康王承累

圣之基”。 《康远墓志》说“其先卫康叔之门华”。

此外，洛阳粟特移民汉化的趋向也表现在取名的习

惯上。 早期名字多是粟特语音译而来，如康婆祖父

康陁、康婆长子康须达、史夫人祖父史陁等，后期受

儒家文化影响名字开始使用汉人常用名，如安孝臣

及其子兴宗、承宗、荣宗等。 粟特移民在改变取名习

惯的同时开始使用字，且与名有相当高的关联度，如
安守忠字信臣，康敬本字延宗等。 至此，从名字上看

他们已经与汉族无异。
隋唐时期洛阳粟特移民在 ８ 世纪中期安史之乱

后逐渐融入汉族，主要是三个原因。 客观上的原因

有两个：其一，８ 世纪中期、安史之乱前 ４ 年，唐军在

怛罗斯之战中战败，唐王朝逐渐失去了对中亚各国

的控制，粟特地区逐渐臣服于阿拉伯人并伊斯兰化；
其二，吐蕃乘安史之乱时河陇戍兵东调平叛而防卫

空虚之机控制了河西走廊和安西四镇，原本畅通的

丝绸之路东段、中段受阻。 此后大批东迁的粟特人

逐渐减少了与本土地区的血缘、政治以及经济文化

联系，并最终与落籍地其他民族融合，比如中原地区

粟特人的汉化及甘州、西州等地粟特人的 “回鹘

化”。 第三个原因是主观上的。 安史之乱后，由于

安史之乱的祸首安禄山、史思明等为粟特人，中原地

区的社会风潮相对于之前显得有些排斥少数民

族，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其他粟特人为了更好地生

存，采取了与汉族通婚、改用汉姓及郡望、学习儒学

参与科举等方法，极力淡化少数民族特征，开始主动

“汉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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